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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

可歌可泣的香港抗戰史
200多名香港市民

早前前往位於沙頭角的
烏蛟騰烈士紀念園，向
抗日烈士獻花，致敬先

烈。此次活動是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
周年系列活動之一。

烏蛟騰村是抗日戰爭期間中國共產黨
領導的抗日游擊隊東江縱隊港九大隊的重
要據點之一。烏蛟騰烈士紀念園及紀念碑
已被國務院列入第二批國家級抗戰紀念
設施、遺址名錄，港九獨立大隊15名成
員亦入選著名抗日英烈、英雄群體名
錄。

香港人不會忘記，在抗日戰爭中，中
國共產黨人高舉愛國主義旗幟，和香港市
民一起進行反侵略戰鬥，留下了許多可歌
可泣的英雄事跡。

黑暗時刻中共帶來光明

香港淪陷後日寇大肆姦淫燒殺，光是
在當時全港最大的聖士提反中學就殺了兩
百多人。黑暗歲月裏，香港的糧食價格上
漲近萬倍，很多人餓死街頭甚至發生人吃
人的悲劇。日軍將港人的外幣和黃金全部
沒收，並強迫兌換成軍票，戰後軍票變成
廢紙，港人錢財損失數以十億計。老一輩
香港人說起在日寇鐵蹄蹂躪下苦難的三年
零八個月，無不苦大仇深，痛恨入骨。

面對兇殘的日本法西斯，在港英管治
者的心中，並沒有把香港視為值得犧牲生
命去保衛的土地。1941年12月8日，日軍
開始入侵香港。當時的港督楊慕琦僅堅持
了18天，就率近萬名英軍放棄抵抗而向
日投降。國民黨政府在蔣介石 「攘外必先
安內」 國策下，國土大片的淪喪，對已被
英國強佔的邊遠小島，對遭受水深火熱的
港人，他已無心顧及。香港緊迫危難之
際，誰來拯救香港？

只有中國共產黨，把救國救民視為自
己的歷史使命。早在1938年，為了抗日
中共就在香港組建 「聯和行」 （ 「華潤集
團」 前身）及 「粵華公司」 作為地下交通
站，籌備在港抗日工作。更在香港創辦
《華商報》、《大眾生活》等抗戰報刊，
並組建抗日社團、開辦工人夜校，積極開
展抗日救亡工作，宣傳抗日主張，鼓舞凝
聚港人抗戰意志。以犧牲精神和服務人民
的優良作風贏得香港市民、海外華僑和國
際友人的廣泛認可。

在香港淪陷的最黑暗時刻，中國共產
黨積極開展統一戰線、國際宣傳及武裝鬥
爭等工作，建立抗日根據地，使香港成為
宣傳中國人民正義聲音的窗口和物資轉運
的主要通道。也使香港人在黑暗中看到了
光明和希望，中國共產黨事實上成為抗
戰時期香港最具影響力和凝聚力的政治
力量。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東江縱隊港九獨立
大隊，亦根據中央指示，與盟軍進行軍事
合作，成功展開敵後游擊戰。港九大隊堅
持海上與陸上相配合，市區與山區相配
合，武裝鬥爭與地下鬥爭相配合，情報網
與交通網相配合，靈活機動地運用游擊戰
的原則，參加了上百場戰鬥。通過不懈奮
鬥，截至1943年夏，港九獨立大隊以星
火燎原之勢在西貢、沙頭角、元朗、大嶼
山、上水等地建立了抗日游擊根據地，部
隊人數增至約800人，下轄5個地區中隊、
1個海上中隊、2個長槍中隊和1個直屬中
隊。據不完全統計，光是在1944年上半
年，與日軍進行較大的戰鬥148次，攻克
日軍據點10個、破壞公路377里、鐵路70
里、橋樑12座。打死打傷日軍440人、偽
軍560人、俘偽軍764人、偽軍反正144
人。獨立大隊英勇抗敵成為港九地區唯一
的抗日武裝力量。

為了充分利用香港的特殊政治、軍事
地位與地理環境，大力開展對海外華僑、
國際友人和香港各界人士的愛國統戰工
作，1938年1月，中共中央派廖承志、潘
漢年作為八路軍、新四軍的代表，在香
港皇后大道18號設立八路軍駐香港辦事
處。積極開展抗日宣傳。同時多方動
員，為八路軍、新四軍募集了大量物資
和資金。

此外，廖承志協助宋慶齡在港創建的

「保衛中國同盟」 （ 「保盟」 ），亦廣泛
開展群眾統戰工作，組織義賣、義演等活
動募集抗日物資，激發港民抗戰熱情。由
該會發起的 「一碗飯運動」 ，呼籲市民以
一碗飯的費用支援抗戰。香港各界熱烈響
應踴躍參與，民眾紛紛上街購買飯券，吃
「愛國飯」 、 「救國飯」 ，爭相為資助抗
戰、救濟同胞作出自己的貢獻。由於 「保
盟」 的工作，香港成為國際援華物資的中
轉站，國際社會對華的援助不斷增多，捐
款和救援物資源源不斷運達香港，為中國
抗戰，為八路軍、新四軍更有力地打擊日
寇作出了重大貢獻。

繼續發揚港人愛國精神

1939年12月，汪精衛集團在香港主
辦的《南華日報》、《天演日報》、《自
由日報》竭力宣傳失敗主義、投降主義，
30日，汪精衛在《南華日報》發表《艷
電》叛國投敵，幾份報章的排字印刷工人
因不滿報館立場，不顧失業的窘迫而發起
罷工。憤怒民眾也衝擊了《南華日報》報
館，報販亦罷賣漢奸報紙。

反汪浪潮沉重地打擊了漢奸的囂張氣
焰，展示了港人堅持抗戰、反對投降的決
心和力量。中共職工會發出呼籲請社會各
界募捐援助罷工工人。事情傳到陝北延
安，中共中央獲悉後，由毛澤東、林伯

渠、董必武、鄧穎超等領導人帶頭捐款予
以援助，並致電慰問。陝甘寧邊區總工會
亦發起每人5分錢的募捐活動，共籌得三
千多元，由中共《新華日報》匯給在香港
的宋慶齡，轉給罷工工人。此舉深深感動
了無數港人，使港人對中國共產黨以及八
路軍、新四軍有了新的認識，把中國共產
黨視為中國未來的希望，許多學校商會開
始公開懸掛毛澤東、朱德的相片，寄託和
表達他們對中國共產黨人的尊崇敬仰之
心。

抗日戰爭中，香港民眾在中國共產黨
的領導下，共赴國難，積極支援國家抗
戰，伸張民族大義，同日寇及漢奸進行了
堅決頑強的鬥爭。同時，大量香港人在中
共的號召和組織下直接投身抗戰第一線，
為抗日戰爭的勝利貢獻了自己的力量甚至
生命，充分體現了香港人深厚的愛國感
情。

香港的抗戰史也說明了香港離不開祖
國，離不開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有國才有
家，國家好，香港才能好。今天我們的國
家已經強大了，面對中華民族的崛起，香
港市民尤其是年輕一代不要忘了先輩在抗
戰中為國犧牲多壯志的歷史，應繼承和發
揚香港人的愛國精神愛國傳統，在中國共
產黨的領導下，在融入國家發展的時代大
潮中積極作為。

資深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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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建管治聯盟與完善官員任命制
立法會上周

三讀通過《2021
年完善選舉制度
（綜合修訂）條

例草案》，經行政長官林鄭月娥簽
署後，條例已於上月三十一日刊憲
生效。平情而論，由全國人大3月11
日通過完善香港特區選舉制度的決
定，到3月30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
新修訂的香港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
二，再到特區政府於在4月14日向立
法會提交條例草案，立法會僅花一
個多月便成功三讀通過條例，今次
完善選制的本地立法工作可謂神速。

箇中原因，相信是跟去年十月，
攬炒派 「鬧辭」 後，立法會由建制
派主導因而恢復理性議政，再沒攬
炒派惡意 「拉布」 ，有着莫大的關
係。我們亦可預料，是次完善選制
後，反中亂港分子在未來將會難以
混入立法會阻撓政府施政，過去 「議
而不決，決而不行」 的情況會從此
不復見，特區的施政效率亦會因此
而大幅提升。

為保馬前卒胡亂發聲

在此情況之下，香港才能集中
精力改善經濟民生，化解深層次矛
盾，對於廣大市民來說當然是好事。

可是，對於美國為首的境外勢
力而言，今次香港完善選制之後，
他們豢養的馬前卒將再難以混入建
制。眼見利用攬炒派搞亂香港，從
而拖中國發展後腿的圖謀落空，他
們自然會因此而感到不高興。

是故，立法會通過條例草案後，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隨即發表聲明，
指中國政府持續破壞香港的民主體
制，剝奪香港居民的權利，有關條
例草案違背基本法，立法會最終達
至全部議員由普選產生的目標，
又要求特區政府釋放違反香港國
安法而被捕或入獄的攬炒派政客
云云。

很明顯，布林肯發表此番言論，
是希望透過醜化香港完善選制，製
造所謂的國際輿論和外交壓力，藉
此逼使特區政府准許他們豢養的馬
前卒參選，從而達到搞亂香港、遏
制中國的目標。任何一個不存政治
偏見的人，都能看到布林肯的言
論，根本是顛倒黑白，故意混淆視
聽。

首先，今次香港完善選舉制度
的目的，是要貫徹 「愛國者治港」

原則，將反中亂港分子排除出建制
之外。縱觀中外，愛國一直是從政
者的最基本要求，世上也沒任何國
家或地區准許從政者在體制內破壞
國家安全、勾結境外勢力，或者慫
慂他國向本國實施敵對行動。既然
如此，香港透過完善選制維護國家
安全和香港的安定繁榮，又有什麼
問題？

其次，今次完善選制後，選舉
委員會比過去多了三百人，四大界
別改為五個，立法會議席加了二十
席。可以說，完善選制不但增加了
社會不同階層的均衡參與度，亦增
加了加入建制的渠道和整體人數，
令香港的民主體制比以前更穩健，
所謂民主體制受破壞之說，究竟從
何談起？

實現普選目標始終如一

其三，基本法第26條規定： 「香
港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依法享有
選舉權和被選舉權」 ，條文明確地
列明了 「依法」 二字，可見香港市
民的參選和投票權利，本來便不是
毫無限制。

此外，香港國安法第6條規定：
香港特區居民在參選或者就任公職
時應當依法簽署文件確認或者宣誓
擁護基本法和效忠香港特區。換言
之，只要是真誠地擁護基本法和效
忠香港特區的人，他們亦自然能夠
依法享有參選權利。

至於布林肯宣稱，是次完善選
制違背基本法的立法會普選目標，
這更是笑話。基本法第68條列明：
立法會的產生辦法根據香港特別行
政區的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則
而規定，最終達至全部議員由普選
產生的目標。

與此同時，今次完善選制只是
修訂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並無
修改正文，涉及特首和立法會普選
目標的條款亦沒有任何改動，已經
足以證明，中央仍把由普選產生行
政長官和全部議員視作政制發展的
最終目標，只是基本法同時列明，
特首和立法會的產生辦法須按照實
際情況和循序漸進原則而加以修改，
今次完善選制顯然是因為原有制度
存在漏洞，不符合香港的實際情況，
所以才要加以完善。由此可見，布
林肯之言充滿法理邏輯上的漏洞，
根本是荒謬之極！

時事評論員

亂批香港完善選制
布林肯邏輯混亂自揭其醜

在第一屆香港特區政府成立的大概兩
三年後，我便提出了要改變主要官員崗位
乃是公務員職位、而主要官員均為公務員
（無論是合約公務員或職業公務員）的安
排。觸發我提出這個建議的原因，是因為

在2000年中，公營房屋的建造過程發生事故，引起極大民憤，公
眾強烈要求政府問責，但由於主事官員乃享有職位保障的高級公
務員，所以無法通過辭退他來讓政府得以向公眾問責和紓解民憤。
即便其後有房屋委員會主席宣告 「引咎辭職」 ，希望產生 「間接」
問責的效果，但效果始終未如理想，民憤仍然揮之不去。

那次事件不單對政府的管治威信造成重大傷害，更同時帶出
了一個深刻的問題，那就是在當時的制度下，只有行政長官一個
人才可以 「有資格」 負起因為政府施政失當或嚴重事故發生而衍
生的政治責任。如果行政長官每每要憑藉請辭才能履行政治責任
的話，則行政長官必然要頻頻更換，但那卻是不可能也不應該發
生的事。因此，為了滿足社會上對政府問責的訴求不斷升溫，並
且防範反對勢力有機可乘，以政治任命方式任命主要官員乃無可
避免之舉。

第二屆政府成立伊始便在不少公務員和社會人士不認同或憂
慮的情況下引進了 「主要官員問責制」 。然而，從一開始我對 「問
責制」 這個稱號便很有保留，因為這樣一來社會各界容易把這個
新制度的重點放在主要官員向公眾問責上，從而忽視或不明白這
個新制度其實要達到一些更重要、更戰略性的目標。其中一個目
標是讓行政長官有機會組建一個與其志同道合、步調一致的領導
班子去實現其的施政抱負，並通過進退主要官員來體現對中央和
社會問責和重建政府威信。

也許設計這個新制度的人覺得用 「政治任命」 一詞過於敏感，
擔心會引起公眾的懷疑和反對派別有用心的抹黑，但無論如何，
「主要官員問責制」 這個稱號讓不少人覺得新制度建立的目的是

要加強政府對民眾的問責，更讓反對派和一些不明事理的人得以
事無大小要求主要官員引咎辭職，並因為他們沒有請辭而攻擊政
府和對政府失望。我認為在適當時候把 「主要官員問責制」 重新
命名為 「主要官員政治任命制」 更為恰當。

形成全面「愛國者治港」網絡

我之所以提出 「主要官員政治任命制」 ，其實還有更重要的
考慮，那就是主要官員任命制是建構管治聯盟工程的一個重要環
節，而這個新制度要成功，要有利於香港的有效管治和香港的長
治久安的話，它必須與建構香港的管治聯盟的工作齊頭並進，相
互配合，否則它的根基不會穩固，而它的效用也會變得有限。回
歸接近24年以來，建構管治聯盟的工作進展緩慢，對主要官員政
治任命制的成效、發展和完善形成了 「瓶頸」 。

從成功實踐 「一國兩制」 的角度而言，香港需要的管治聯盟
是一個其成員共同擁戴中央的愛國者政治網絡。網絡的主要成員
包括特區政府的政治任命官員，立法會的建制派議員，愛國的專
家學者與意見領袖，和各個重要的愛國政治、文化、商會、社
會、教育、智庫和地區團體的負責人。他們在中央和特區政府
的領導、統籌和協調下，忠誠合作，聯手駕馭香港的政治局面、
開拓群眾支持基礎、掌握話語權、贏取選舉勝利和確保特區有效
管治。

這個管治聯盟並不需要如其他地方的執政黨般有較為嚴密的
組織和領導系統，但在中央和特區政府的領導、指揮和調遣下卻
仍然可以形成一股強大的政治和管治力量。不過，長期以來，由
於這個管治聯盟尚未建成，愛國力量分散，以致特區政府的領導
班子與立法會內和社會上的愛國力量尚未結合在一起。不少領導
班子的官員尤其是那些來自公務員系統的官員是以個人身份加入

政府，他們本身既沒有群眾基礎，又並非是社會上有影響力的組
織的領導人或 「代表」 ，所以缺乏動員社會和群眾力量支持政府
的能力。在沒有強大管治聯盟的支撐下，領導班子在政治上頗為
孤立和社會上支持基礎薄弱，這本身便使得特區政府管治艱難，
再加上政治架構內、社會上和香港以外的反對與敵對勢力的百般
阻攔，不但良政善治遙不可及， 「行政主導」 名存實亡，回歸後
特區政府在長期處於弱勢和捱打的狀態下無法有效管治和維護政
治穩定。

更甚者，領導班子不願意與立法會內和社會上的愛國分子在
政治上密切合作，更遑論與他們互通信息、共形聲勢，在制定政
策時把他們當作管治夥伴和與他們一起爭取社會各界支持政府施
政。相反，領導班子和其他人因為政治立場和切身利益的差異沒
有能夠在相互合作和互諒互讓的基礎上縮窄或消弭，領導班子與
其他人的關係並不融洽，而且齟齬不少，有時甚至讓反對派和媒
體有可乘之機，對領導班子的形象和威信不利。只有在大家都是
管治聯盟成員的情況下、在產生 「命運共同體」 的意識後、並在
中央的統籌協調下，彼此才有機會 「和衷共濟」 。

推動香港管治局面煥然一新

如果行政長官是一個強大的、持久的管治聯盟的核心，則這
個管治聯盟便可以是其主要官員的人選的來源地，而又由於這些
主要官員彼此之間已經相互認識或者曾經在政治上合作，其所組
建的領導班子從一開始便是一個有着共同政治理念和較為團結一
致的政治團隊，不需要花時間磨合便可以馬上開展工作。另外一
個好處是：由於主要官員是那個長期存在的管治聯盟的主要成員，
行政長官又是該管治聯盟的重要成員，管治聯盟的成員又有相當
的穩定性，不少有志從政者又以管治聯盟為發展政治事業的最重
要渠道，而管治聯盟又擔負起培訓政治人才的功能，因此就算行
政長官出現人事更迭，不同行政長官的領導班子的人員構成也會
保持一定的連貫性，這會有利於政治人才的培養和政治事業的建
立，以及政府施政的延續性和 「前瞻性」 。目前的情況顯然並不
理想。

自從有了 「主要官員問責制」 後，每位行政長官都要花大氣
力從各方面物色人才加入自己的領導班子，而另一位行政長官上
任後又要花大力氣另覓人選，這便造成了領導班子每隔一段時間
便出現大換班的情況。離開了領導班子的人大部分沒有繼續從事
政治工作，他們覺得重返政府的機會不確定，甚至可以說頗為渺
茫。他們又沒有管治聯盟作為在政治上暫時 「棲身」 再圖復出之
地。這樣一來，不少有志從政的人會對政途和仕途卻步。香港本
來已經政治人才匱乏，現有的情況又有 「浪費」 政治人才和窒礙
政治人才冒起之嫌，這是很可惜的。這就解釋了為什麼近年來越
來越多主要官員來自公務員系統。不少人更慨嘆領導班子的能力
和素質出現每況愈下的現象。

與此同時，這種情況卻又導致了在一定程度上 「掏空」 公務
員隊伍人才的後果，讓高層公務員出現青黃不接的窘境，況且部
分行政管理人員出身的公務員也不一定適合做政治領導工作，特
別是當前香港迫切需要的領導人才是那些氣度恢弘、目光宏大、
知識淵博和膽識過人的政治領袖。

在香港國安法實施和完善選舉制度快速落實之後，香港內外
敵對勢力已經沒有立足之地。他們過去策動此起彼落的政治鬥爭
和對愛國人士的打壓欺凌，肯定對政治人才的崛起不利，也對建
構管治聯盟形成障礙。中央圍繞着撥亂反正的對港新政策和新部
署日後應該有利於管治聯盟的建構和政治人才的培植。管治聯盟
建構如果能夠與 「主要官員問責制」 完善這兩項工作齊頭並進，
則香港的管治局面必將煥然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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